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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2003年和2016年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

转型的空间耦合关系。结果表明：不同优势的城市创新环境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发生不同

程度的变化，其中高水平创新环境骤降，中等水平稳步升高，而低水平创新环境并未实现突破

性的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均呈增大趋势，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高且变化相对复杂；原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耦合度指数均较高且均为高度耦合区，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大部分城市逐渐下降；协调发展度较低，整体始终表现为“南北中度失调、中间严重失调”的

格局；大部分城市相对发展度指数逐渐上升，山西“南北”区域属于创新环境超前型或同步发展

型，而“中间”区域主要为创新环境滞后型的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因此，应当充分依托城市

创新环境或产业结构转型现有的优势，因地制宜地分类指导其资源型城市建设发展，从而实现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并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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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型城市是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发展，并以资源开采及其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城

市[1]。1949年以来，资源型城市为新中国的能源资源供应、国家完整工业体系建立以及

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的历史性贡献[2,3]。尽管如此，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

源型城市发展也相继出现了资源濒临枯竭、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接续产业发展乏力、失

业率上升等诸多经济社会环境问题，亟待进行产业结构转型。国务院制定的《国家中长

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指出，要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取决

于良好的区域创新环境，而且区域创新环境对产业及整个区域的发展具有持续的推动作

用[4]，如德国鲁尔、美国休斯敦、法国洛林、日本九州等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实践证明，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离不开区域创新环境的建设与完善[5]。加快产业结构转型是促使

资源型城市尽快摆脱困境的关键[6]，因而亟需优化区域创新环境，加快产业结构转型，从

而实现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目前针对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

研究成果均很丰富，其中国外对创新环境研究较早，1985年欧洲创新研究小组便对创新

环境概念进行界定[7]。随后研究日益多元化，集中于创新环境的构成[8,9]、评价[10]以及创新

环境对创新能力[11]、企业（集群）、产业或高校创新绩效[12-15]的影响等方面研究，但专门针

对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方面研究很少，如谢远涛等[16]以我国116个资源型地级城市数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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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对象，认为我国资源型城市的创新环境水平较低。总体来说，已有针对区域创新环

境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于经济学、管理学方面的学者，而基于地理学视角对此关注

较少，且主要探讨区域创新环境对企业的根植性与区位选择影响[17,18]。与之相比，国外针对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方面的研究较多，以20世纪30年代加拿大 Innis H A为代表的

西方学者对此领域做出了开创性工作，且在实践方面，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成功与失败

的典型案例分别以德国鲁尔区、俄罗斯巴库为代表进行分析[19]。而国内学者对此关注较

晚，并主要以国内典型资源型城市或区域为案例，对其产业结构转型的对策[20]、战略重

点[21]、风险规避[22]、创新路径[6]进行分析。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存在密切的空

间耦合关系，已有研究从区域创新环境与新兴产业成长[23]、企（产）业创新绩效[4,24]、研发

产业集聚[18]等方面关系展开分析，或者探讨基础设施环境、制度环境等创新环境某个维

度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关系等[25,26]，而这些正是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关系

的具体表现，并已得到证实，但专门针对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耦

合关系研究未有涉及，这也使得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

理论研究和区域发展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2013年12月3日，国务院出台了《全国

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 年）》。而作为典型煤炭资源型城市最多的省

份，山西省除省会城市太原外，其余10个地级市（大同、朔州、忻州、阳泉、晋中、吕

梁、临汾、长治、运城和晋城）均为资源型城市，其中朔州为成长型资源型城市，其他

9市均为成熟型资源型城市，且同样面临资源型城市所不可避免的经济社会环境问题，

而这与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关系不耦合密切相关。因此，选择较具代表

性与示范价值的山西省为研究区域，探讨其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

耦合关系，希冀为山西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并进

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决策依据。

1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耦合机理

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存在密切的动态互动机制（图1）。区域创新环境可划

分为软环境与硬环境，其中前者包括市场环境、制度环境和文化环境，而后者则包括基

础设施环境、金融环境和人力资源环境等。产业结构转型主要通过产业结构高度化与产

业结构合理化来体现，其中前者表现为从第一产业占优势向第二、三产业占优势方向顺

次演进，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方向顺次演进，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

值，低加工度产业向高加工度产业方向顺次演进，提升创新能力与劳动生产率，而后者

主要表现在产业之间协调能力的加强与关联水平的提高[27]。本文尝试分析上述不同角度

的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之间的耦合关系机制，进而明确创新环境与产业

结构转型的空间耦合机理。

基础设施是区域各种创新要素集聚与扩散的重要载体，而基础设施环境优化有助于

加速人才、资金、技术等创新要素的集聚与扩散[28]，这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运输成

本以及信息搜寻成本等，而且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协调与技术外溢，进而提升区域产业

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水平。另一方面，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对基础设施环境要求会进一步

提高，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对基础设施环境建设的投入，从而不断优化基础设施环境。

市场环境优化有助于规避盲目投资与过度生产，完善企业进入或退出机制，促进创

新资源有效流动与配置；有助于及时获得市场需求信息，促使市场竞争环境公平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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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降低创新风险与固定成本，从而激励创新行为与提升劳动生产率[28,29]，提升产业结

构高级化、合理化水平。此外，产业结构转型有助于更加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多元

化的市场主体搭建更加公平开放的平台，使市场主体均可在平等的市场环境中参与竞争，

共享产业结构转型带来的红利，进而提升市场环境的科学性、透明性、开放性和有序性。

产业结构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良好的金融环境能为区域创新主体，尤其是

创新型中小民营企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有效的风险管理以及更加多元化的融资渠

道。这有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激励企业主动创新，促进产融无缝对接与协同发展，

从而实现产融链条上各环节利益的合理分配 [30]，进而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水

平。此外，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可以有效保障金融体系功能的充分发挥，进一步带动金融

结构的发展，拓展金融发展空间，从而优化区域金融环境，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与金

融环境优化的互促互进。

完善的制度环境可以弥补市场不健全，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产业结构转型的

关键，具体主要采取激励政策与环境规制手段促进产业结构转型。一方面通过建立有效

的知识产权保护、创新专项补贴等政策降低交易成本与创新成本，激励创新主体主动创

新；另一方面，通过适度的环境规制手段抑制高污染、高耗能企业发展，倒逼企业创新

升级，促进产业结构向知识密集型、环境依存度低的产业结构调整[31,32]，促进资源优化配

置，进而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合理化水平。此外，区域产业结构转型会对制度环境优化

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这有助于进一步健全相关政策法规，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的直接

干预或限制，加大对科技创新成果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从而促进制度环境的不断优化。

区域文化环境反映区域内在精神、价值观、社会规范和惯例等，而良好的区域文化

环境能有助于培育企业家资源与创新创业精神等，促进创新主体间相互信赖，营造“包

容失败”的创新氛围，从而降低创新不确定性，激励主动创新行为[10]；有助于衍生主导

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等，不断改造提质传统产业，进一步强化产业间关联度，进而提升

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此外，产业结构转型有助于在全社会营造尊才重才的社

会环境，培育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创业文化氛围，弘扬创新创业精神，从而进一

图1 区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空间耦合机理

Fig. 1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regional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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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优化区域文化环境。

优质人力资源是科技创新的知识源泉和根本动力，是产业结构转型的重要基础。人

力资源环境优劣直接影响区域自主创新能力、技术（知识）吸收能力，以及“干中学”

和知识外溢效果。优质人力资源环境应是一个“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环境[4]，它为高

素质人才开展创新活动提供良好的创新平台，促进高素质人才的有效流动与配置，加速

产业转移与扩散，促进传统产业的改造以及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28]，逐步提升产业间

关联度，进而提升区域产业结构高度化与合理化水平。另一方面，产业结构转型则进一

步促进人力资源需求从物质生产部门流向非物质生产部门，尤其反映在对高素质人力资

本的强烈需求上[33]，进而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重要影响，逐渐完善区域就业结构，促进

人力资源环境的不断优化。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2.1.1 创新环境测度模型

鉴于企业家精神、创新文化和价值观等所体现的区域文化环境很难量化[28]，因而本

文构建的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评价指

标体系选择基础设施环境、市场环

境、金融环境、制度环境和人力资源

环境五个方面的 25 个指标 （表 1）。

运用SPSS软件对 2003年、2016年的

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进

行降维处理，其中主成分分析为处理

降维的常见方法之一。通过 2003

年、2016年的KMO检验表明其均适

合做因子分析，同时依据主成分特征

根 （大于 1） 分别提取 6 个主成分，

其方差累计贡献率分别为 93.16%和

93.00%，然后根据其累计贡献率确

定主成分权重，最后据此测度综合

得分排名来评价资源型城市创新环

境水平。

2.1.2 产业结构转型的度量指标

（1）产业结构高级化（UPG）指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选择产业结

构高级化指数来表达，其计算步骤如

下[34]：首先将一、二、三产业占GDP

比例作为空间向量的一个分量，从而

构成一组三维向量X0=（x1,0, x2,0, x3,0）。

在此基础上，分别测度X0与产业由低层

次向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1=（1, 0, 0）、

表1 区域创新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egional innovative milieu

要素层

基础设施环境

人力资源环境

金融环境

市场环境

制度环境

指标层

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量/(册/百人)

每百人固定电话与手机数量/部

人均拥有铺装道路面积/(m2/人)

邮电业总量/万元

客运量/万人

货运量/万 t

普通高校在校教师人数/人

普通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人

普通高校数/所

科技活动人员数量/人

教育支出占GDP比例/%

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亿元

金融机构存款总额/亿元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元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

出口总额占GDP比例/%

R&D经费支出额/万元

R&D经费支出占GDP比例/%

研发机构数/个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

非国有经济职工人数/人

非国有经济职工人数占总职工人数比例/%

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万元

非国有经济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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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0, 1, 0）、X3=（0, 0, 1）的夹角θ1、θ2、θ3：

θ j = arc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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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用UPG表示，该指数越大说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

高，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UPG =∑
k = 1

3 ∑
j = 1

k

θi （2）

（2）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

产业结构合理化反映产业之间的协调程度，以及资源有效利用的程度，而泰尔熵指

数能够有效地评价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35]，其计算公式如下：

U = 1 - Tl = 1 -∑
i = 1

3 æ

è
ç

ö

ø
÷

Yi

Y
ln

Yi Y
Li L

（3）

式中：U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Tl为泰尔熵指数；Yi和Li分别表示第 i产业从业人员和

产值；Y和L分别表示三次产业从业人员数量及产值。U越大，说明产业结构越合理。

2.1.3 耦合协调发展度模型

耦合指两个或多个系统或运动方式经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而耦合度可

有效测算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36,37]，本文尝试从上述产业结构转型的两个维度探讨创新环

境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动态耦合机制。需要强调的是：因创新环境综合得分仅表示相

对优势且可能为负数，直接影响耦合度模型的测度，故首先借鉴郭艳军等[38]的处理方

法，通过线性平移变换使创新环境综合得分归结为结构相对数，而这并不影响作用结

果，然后采用归一化方法对其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涉及的主要计量模型公式如下：

C = 2{ }(u1 × u 2)/[ ](u1 + u 2)(u1 + u 2)
1 2

（4）

D = ( )C × T
1 2

, T = au1 + bu2 （5）

E = u1
′ /u2

′ （6）

式中：u1和u2分别表示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或合理化指数）； u1
′ 和 u2

′ 表示

数据标准化归一化处理后的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或合理化指数）；C为耦合

度指数，该值越大说明两者作用越强，当值为1时，表示两者达到良好的共振耦合。参

考刘耀彬等[39]将C值以0.3、0.5、0.8为分界点，将其分成低度、较低、较高和高度耦合4

种类型。D为协调度指数（0≤D≤1），D值越大说明双方发展越协调，反之则越失调；T

为双方综合调和指数；a、b为待定系数，一般均取 0.5[40]。参考已有研究，以 0.3、0.4、

0.5、0.7和0.8为分界点，将其分成严重失调、中度失调、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度协

调和高度协调。E为相对发展度指数，在参考刘浩等[41]对相对发展度指数划分标准的基础

上，将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相对发展度分为三种类型：当E≥1.2时为创新环境超

前型，当0.8<E<1.2时为同步发展型，而当E≤0.8时为创新环境滞后型。

2.2 数据来源

鉴于《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将山西省除太原市外的其

他10个地级市均入列全国资源型城市，加之考虑到吕梁市于2003年才获准撤地设市，因

此，本文以山西省 10个资源型城市为对象，选择 2003年、2016年两个时间断点，所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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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的数据主要源于2004-2017年《山西省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3 结果分析

3.1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水平评价

3.1.1 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综合评价

不同等级的创新环境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原创新环境

质量较优城市出现骤降，中等水平城市则稳步提升，而最低水平城市虽略有波动，但创

新环境质量始终处于全省末位的态势并未改变（表2）。具体来说，2003年城市创新环境

水平可划分为三类，其中处于全省第一梯队的是大同和临汾，其次是长治、运城、晋中

和晋城，而其他4个城市则较差。2003年创新环境得分排名较高的大同于2016年出现骤

降（由第1名降至第6名），主要是因为大同尽管煤炭资源丰富，工业基础较好，但目前

面临的产业结构失衡，污染物总量控制任务艰巨，节能降耗工作艰巨，技术创新投入不

足，海外市场不断收缩等问题愈加严峻，这从创新环境部分关键指标变化可以充分说

明。相比 2003年，2016年的大同研发机构数、科技人员数量、教育支出占GDP比例和

科学技术支出占 GDP比例、出口额占GDP比例等均大幅下降，下降率分别为 44.44%、

39.11%、100.00%、97.51%和 96.21%。与大同基本相似，临汾也正是由于这些创新基础

环境关键指标迅速下降，才使其创新环境相对优势迅速下降（由第2名降至第5名）。相

比临汾、大同，原处于中等创新环境水平的长治、运城、晋中和晋城，近年来加快创新

环境建设步伐，将全力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地方政府近年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

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以晋中为例，除反映科技教育投入比例以及海

外市场等少数指标有所下降外，其大部分指标均大幅增长，如2016年反映创新环境的社

会发展指标：每百人公共图书馆藏书、邮电业总量、每百人固定电话与手机数量、在岗

职工平均工资、人均居民可支配收入、GDP 分别比 2003年增长 100%、112%、171%、

467%、184%和 436%，从而使 2016年的晋中创新环境优化成效显著（由第 5名升至第 2

名）。此外，创新环境较差的城市因受资金、技术、人才和政策等因素制约，其创新环境

优化成效较小，包括阳泉、朔州、吕

梁和忻州，其创新环境水平始终为全

省最低，其主要原因是它们尽管随着

时间的推移，其人力资源环境、基础

设施环境、制度环境等均得到了不同

程度的改善，但与省内其他城市比，

诸多指标基数较小，即原创新环境的

基础较差，从而导致这些城市创新环

境并没有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其在

全省依然处于最低水平的态势。

3.1.2 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演变特征

2003-2016 年，山西资源型城市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均呈增大趋势

（图 2），转型水平明显提升。这主要

表2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综合排名

Table 2 The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innovative milieu about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城市

大同市

临汾市

长治市

运城市

晋中市

晋城市

阳泉市

忻州市

吕梁市

朔州市

2003年

综合得分

0.801

0.531

0.365

0.110

0.086

0.061

-0.201

-0.475

-0.610

-0.669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2016年

综合得分

0.098

0.114

0.565

0.393

0.425

0.388

-0.476

-0.872

0.023

-0.660

排名

6

5

1

3

2

4

8

10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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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各城市近年来大力实施创新驱动与产业转型升级的战略，如“六大发展”“三个突

破”、煤与非煤“两篇大文章”等，从而使其产业结构逐渐高级化，这与它们产业结构发

展阶段变化趋势也基本一致：2003年城市产业结构由“二、三、一”阶段逐渐转变为

2016年的“三、二、一”和“二、三、一”并存格局，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的产值

比例在该时段内总体处于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逐年上升。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各

城市产业结构逐渐由较低层次向较高层次转变，但依然存在40%的城市产业结构尚未进

入产业结构演进的高级阶段，其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很强的工业化过程特征，且低于同年

全国产业结构的平均水平。此外，2003年，大同和阳泉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较高，总

体超过6.60，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高速增长。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属于山西最典型的煤炭

资源型城市，受煤炭资源刚性约束及生态环境压力较大，因而其地方政府或相关企业近

年来多措并举，着力促进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包括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非煤

工业、文化旅游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逐步推进资源依赖型城市向创新驱动型城市转变。

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方面，各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高，且变化复杂；除大同、

阳泉略有下降外，其他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上升，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城市通

过坚定不移地去产能，加快绿色转型，大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逐步推进不同产业间协

调发展以及资源的有效利用，进而使得绝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态势趋好。此

外，大同与阳泉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略有下降，但其在该时段内

始终处于较高水平，而处于最低水平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则骤升，最为突出的是吕

梁，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由2003年的0.621上升至2016年的0.916，增长率达47.50%，

是增速位居第二的临汾的2.90倍。这说明以大同、阳泉为代表的高水平产业结构合理化

城市，由于近年来始终着力推进煤炭产业“六型转变”，加快提升煤炭资源集中开发和综

合循环利用能力，强化产业错位发展，着力促进城市的产业合理分工与良性互动，进而

使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始终处于较高水平；吕梁属于典型的资源型欠发达城市，自

2003年获准撤地设市以来长期存在产业结构单一、“一煤独大”、产业间协调度不高、循

环经济发展不足等现象，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于2003年为全省最低，而随着时间的推

图2 山西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变化

Fig. 2 The changes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index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index about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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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吕梁近年来将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促进产业结构转型的重大战略举措，并实施

煤、焦、铁、电和化工等传统优势产业进行园区集聚、项目推动、循环经济牵动和扶持

自主创新等战略举措，并均已取得显著成效，从而使其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近年来得到

显著提升。

3.2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空间耦合特征

3.2.1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协调度分析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两个维度之间的耦合度与协调

度，结果表明：2003年与2016年，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合理化之间的空间耦合

变化图完全相同（图3），而且60%城市耦合度指数呈下降趋势。2003年，各城市耦合度

指数均超过0.80，其中除了朔州与吕梁低于0.90以外，其他城市均接近于1，这说明所有

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均呈高度耦合，两者相互作用强度较高，基本达到良好的

共振耦合。与之相比，2016年，忻州耦合度指数出现下降，并转变为较高耦合区，而其

他城市耦合度指数继续保持高值稳定状态，依然为高度耦合区，这说明随着时间的推

移，各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始终较高。此外，忻州耦合度

指数的急剧下降主要是由于该城市创新环境始终处于全省劣势地位，且该态势日益凸显，

无法较好地满足产业结构转型的要求，对产业结构转型促进作用不强，贡献度不高所致。

与之相比，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两个维度的协调度空间格局也完全一致，

其协调度指数均较低。除了吕梁、阳泉分别由2003年的严重失调区、中度失调区转变为

2016年的中度失调区、严重失调区以外，其他城市协调度指数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整

体呈现“南北中度失调、中间严重失调”的格局。可见，山西“南北”区域属于高度耦

合—中度失调区，而“中间”区域则属于高度耦合—严重失调区，这说明城市创新环境

与产业结构转型两个维度之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偏离现象，并未在结构与功能上实现理想

图3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或合理化）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演变

Fig. 3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or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about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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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下的良性互动，其主要原因依然是“中间”区域的创新环境水平近年来尽管得到不

同程度的提升，但其发展相对滞后，产业结构转型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缺乏良好的创新环

境支撑，亟待增强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转型的创新驱动作用。不仅如此，这也体现了作为

太原市位于山西省会城市与重要核心城市，其创新环境水平较高，但其对毗邻的忻州、

阳泉等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较弱，因而亟需增强太原市的综合实力与辐射力，进一步提

升其中心城市能级，进而实现太原与其周边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互促互进。

3.2.2 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相对发展度格局

为进一步刻画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两个维度之间的同步发展程度，

引入相对发展度模型进行分析（图4、图5）。结果表明：各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

级化、合理化之间的相对发展度格局基本一致，总体均呈现“南北”区域属于创新环境

超前型或同步发展型，而“中间”区域主要为创新环境滞后型；随着时间的推移，60%

的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相对发展度指数呈上升趋势，但其相对发展度格局并

没有因此发生显著变化，而且绝大部分城市创新环境水平依然低于产业结构转型水平或

彼此相当，这说明尽管大部分城市的创新环境优化速度明显快于产业结构转型速度，但创

新环境依然未形成显著优势，其对产业结构转型两个维度的促进作用未能充分发挥，亟

待进一步增强。

（1）创新环境超前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说，2003年此类城市包括临汾、大同和

长治，而2016年仅包括晋中、长治、晋城和运城，主要因为这4个城市近年来的创新环

境质量优化成效显著，或始终处于高水平，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尽管实现不同程度的

提升，但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转型的促进作用尚未充分发挥。与之相比，随着时间的推

移，大同和临汾的相对发展度出现大幅度下降，其下降率分别为42.08%和29.64%，并从

创新环境超前型向同步发展型转变，这是因为近年来大同、临汾创新环境质量在全省的

优势骤降，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迅速上升所致。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来说，2003年的创

图4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高级化相对发展度空间差异变化

Fig. 4 The changes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relative rate between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bout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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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环境超前型城市除了上述临汾、大同、长治外，还包括运城，2016年则包括长治、运

城、晋中和晋城，而临汾、大同则由创新环境超前型转变为同步发展型，这依然与临

汾、大同近年来的创新环境骤降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出现上升或趋于稳定密切相关。

（2）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同步型。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来说，2003年此类城市主

要为晋中、晋城与运城3个城市，2016年则包括临汾、大同和吕梁。而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来说，2003年该类城市仅晋中与晋城，而2016年同样也转变为临汾、大同和吕梁。其

中吕梁创新环境质量与产业结构转型水平均较低，在全省并不具备优势，而随着时间的

推移，该城市创新环境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逐渐加快，其创新环境、产业结构转

型的水平以及在全省的优势地位均不断提升，尤其创新环境优化成效最为显著，从而使

该城市的相对发展度骤升，并从创新环境滞后型转变为同步发展型。尽管如此，吕梁创

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水平在全省依然不具优势，仍旧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亟待解决。

（3）创新环境滞后型。2003年，此类型城市包括朔州、忻州、吕梁和阳泉，而2016

年除吕梁由创新环境滞后型转变为同步发展型外，还包括朔州、忻州和阳泉。其中朔州

相对发展度指数随着时间的推移略有增长，其创新环境原处于全省最低水平，产业结构

转型水平也较低，而近年来该城市充分意识到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对产业结构转型的重

要性，采取针对性的措施加快推进创新环境建设优化，而其目前的创新环境水平依然处

于最低层次，对产业结构转型的支撑作用有所增强但依然不强。阳泉和忻州相对发展度

较低且呈逐年下降，尤以前者降幅更大，其中前者相对发展度是后者的倍数由2003年的

1.5倍增至2016年的5倍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创新环境发展基础均较弱，而且近年来

在全省的弱势地位逐渐加剧，尤以忻州更为显著，而在产业结构转型水平方面，阳泉明

显优于忻州且前者趋于稳定，后者增幅明显，从而导致它们创新环境水平始终无法满足

产业结构转型发展的要求，同时产业结构转型发展对创新环境优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

图5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合理化相对发展度空间差异变化

Fig. 5 The changes of spatial difference of relative rate between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about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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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进而致使它们属于创新环境滞后型的现状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技术与多种数理统计模型，对 2003年、2016年山西资源型

城市的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空间耦合格局演变进行分析，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不同优势的城市创新环境质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发生不同程度的波动，其中创

新环境综合得分排名位居前列的城市，其创新环境质量优势出现骤降，处于中等水平的

创新环境质量优势稳步提升，而处于最低水平城市的创新环境优势未实现突破性的提升。

（2）所有城市产业结构转型高级化指数均呈增大趋势，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较高

且变化相对复杂，与冯江茹等[42]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除大同、阳泉产业结构合理化指

数略有下降以外，其他城市均出现不同程度地提高，尤其处于最低水平的吕梁升幅最大。

（3）原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耦合度指数较高，均为高度耦合区，且大部分城

市随着时间的推移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忻州由高度耦合区转变为较高耦合区；

与之相比，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协调发展度较低，整体呈“南北中度失调、中间

严重失调”的格局，且此格局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变化。

（4）大部分城市的相对发展度呈上升趋势，山西“南北”区域属于创新环境超前型

或同步发展型，而“中间”区域主要被创新环境滞后型所覆盖，且该格局并未随着时间

的推移而发生显著变化。

（5）由于数据获取存在难度，区域创新环境指标体系构建还有待完善；研究时间断

点仅2003年与2016年，缺乏对其更多时间断面的空间耦合特征分析等，而这些也是未来

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的重要内容。

4.2 讨论

由于不同类型的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耦合协同发展面临的重点与

难点有所不同，因而尝试立足各资源型城市的实际，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1）产业结构转型发展依然是重中之重。从上述相对发展度指数测度结果可知，与

创新环境相比，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结构转型水平较滞后，如2016年，创新环境与产业结

构高级化、合理化指数之间的相对发展度大于1的城市数量均占所有城市的70%，加之

其中的大同、临汾和吕梁此时创新环境质量并不高，仅处于全省中下水平，可见，导致

山西资源型城市创新环境与产业结构转型耦合协调度不高的根本原因是产业结构转型水

平过低。基于此，此类城市应当在继续加快创新环境优化步伐的同时，重点围绕其境内

煤炭、铝、铁等特色矿产资源优势，改造提质电力、化工、钢铁、铝加工等传统优势产

业，加快推进产业链条延伸，实现产品升级换代；充分利用其境内现有的产业基础与特

色资源优势，如临汾的精密铸造、锻造等产业基础以及煤层气、风力、太阳能等绿色资

源，长治与晋城的中药材资源，吕梁的国家数据产业基地与云计算中心等优势，通过加

强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和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做大做强先进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现代化

工、新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产业集聚集群集约发展；重点

以“黄河、长城、太行”三大旅游板块为主要支撑，各城市依托当地世界级文化旅游资

源与品牌，推进文旅、农旅、体旅、工旅的深度融合，全力打造文化旅游战略性支柱产

业，进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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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创新环境亟待持续优化，主要以朔州、忻州和阳泉等城市为代表，其创新环境

质量始终处于全省最低水平的态势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明显改变。在继续加快产业结

构转型步伐的基础上，充分借助毗邻太原的有利区位，如忻州与阳泉，应积极融入太原

都市圈，加快城际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与太原之间的高铁或高等级公路的规

划与建设，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内联外通，以及人力资源、资金、技术、物流等生产要素

的快速流动与集聚，有效降低与太原市之间的时间成本、物流成本等，促进其创新环境

优化与产业结构转型；全力推进“百千万”人才工程和“百校千人”计划，积极引导企

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家和教授共建院士专家工作站、技术研发中心、科技服

务站；地方政府应设立专项资金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激励企业主动与国内外知名高校或

科研院所进行深度合作，并依托重大科研项目、重点实验室等人才培养载体，着力培养

高层次创新型科技人才与激活本地人才；全力打造“六最”营商环境，建设科技创新风

险投资基金和中小微企业双创基地，从而为产业结构高质量转型发展营造良好的创新创

业环境。

（3）创新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包括山西省内城市之间的跨区域协同发展机制，以

及山西跨省域协同发展机制。一方面，突破原有的地方本位思想，省内各城市要立足实

际，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当地优势，有选择地重点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有助于促

进产业结构错位发展与创新环境优化，努力消除城市普遍存在的“行政区经济”现象；

另一方面，还应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强山西与外部重要经济发展引擎（如京津

冀）之间建立和谐顺畅的跨区域行政管理协作机制，促进彼此间生产要素的跨区域合理

化流动与行为主体之间的合作，保障区域经济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山西资源型城市产业

结构转型与创新环境的并进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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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coupling of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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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nalyze the spatial coupling of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in 2003 and 2016, the coupling coor-

dination degree model was adopted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superiority

of innovative milieu about resource- 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was changed in differ-

ent degrees. Among them, the level of innovative milieu with high quality superiority plunged,

while the level of innovative milieu with medium quality superiority was rising steadily. The

low level innovative milieu, by contrast, did not realize a breakthrough rising at all as time goes on.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was increasing, while the degre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was high and relatively complex. The coupling degrees between the

original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clud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dvancement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were all high. Therefore, all of the re-

source- based cities in Shanxi province belonged to high degree coupling regions at this mo-

ment. What's more, the coupling degree between the original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n most of the cities was going down gradually as time goes on. How-

ever, the degree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

ture advancement, industrial structure rationalization were relatively low. The general pattern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degree in Shanxi province was "north-south moderate imbal-

ance, the middle extreme imbalance" having not changed significantly; Relative development

index in most of cities of Shanxi province showed a upward trend. The "north-south" area of

Shanxi province belonged to the innovative milieu exorbitant type or simultaneous develop-

ment between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while the "middle" ar-

ea mainly belonged to the lagging- type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milieu. Therefore, we

should fully rely on the advantages of existing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restruc-

turing ability in every city, guiding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resource-based citi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so as to achieve a coordinated and hand-in-han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milieu and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Keywords: innovative milieu;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spatial coupling; resource-

based cities; Shan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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